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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反馈增强积极情绪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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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情绪的增强对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和社会功能恢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神经反馈技术

的发展为调控抑郁症积极情绪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传统积极情绪干预方法主观性强、治疗效果局限、缺乏可

量化的客观评价指标, 基于客观生理和影像指标的神经反馈技术在增强抑郁症积极情绪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神经反馈通过可视化方式将实时的大脑活动反馈给被试, 让其能够使用特定的策略针对性地调控情绪相

关脑区, 客观定量地评价积极情绪的改善。现有的研究在实验范式、参数设置和个体疗效上存在较大异质性。

通过回顾和总结神经反馈增强积极情绪的实验设计、研究的影响因素和基于神经影像标记物的目标靶点, 强

调了神经反馈实验设计和结果报告标准的重要性, 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奖赏环路的潜在干预靶点及优化方

案。有望为临床抑郁症积极情绪恢复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方案, 为未来神经反馈技术在抑郁症临床症状治愈

和社会功能康复中的转化应用和普及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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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快感缺失是指兴趣或快乐体验的降低或缺失

以及对愉悦刺激缺乏反应(Pizzagalli, 2022)。快感

缺失症状与抑郁发作次数、病程和总体症状严重

程度呈正相关(Gabbay et al., 2015), 也是预测自

杀的风险因子(Ducasse et al., 2021; Sagud et al., 

2021)。同时, 快感缺失被证明是抗抑郁药治疗的

残留症状(Dunlop et al., 2020)。积极情绪缺失是抑

郁症快感缺失的核心临床表现(Treadway & Zald, 

2011), 因此以增强积极情绪为目标的干预可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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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抑郁症快感缺失症状 (Werner-Seidler et al., 

2013)。其次, 增强抑郁症的积极情绪可以促进患

者社会功能的恢复, 并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幸福

感(Dunn et al., 2019)。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

(NIMH)研究领域标准 (research domain criteria, 

RDoC) 提 出 的 正 性 效 价 系 统 (Positive Valence 

Systems, PVS)也强调了关注精神疾病人群积极情

绪的重要性(Cuthbert & Insel, 2013; Sanislow et al., 

2019), 也有研究者呼吁抑郁症创新治疗中对积极

情绪缺失的重点干预(Dunn et al., 2019)。因此致力

于抑郁症患者积极情绪的恢复对抑郁症治疗具有

重要的临床和社会意义。 

传统的抑郁症治疗方法聚焦于消极情绪的改

善(Vanderlind et al., 2020), 近年来针对积极情绪

恢复的治疗仍处于探索阶段。经典抗抑郁药(如: 

SSRI)在治疗快感缺失方面的效果有限(Nutt et al., 

2007) 并可能会加重快感缺失症状(Goodwin et al., 

2017); 近年来研究发现临床实验性药物(如致幻剂)

对抑郁症快感缺失治疗有效。致幻类药物通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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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5HT-2A 受体使人产生欣快感, 从而减缓快感

缺失症状并增强积极情绪(Daws et al., 2022)。然

而致幻剂的副作用以及药物自身的不可控性将会

阻碍该类药物在临床中的转化。经典心理治疗(如

认知行为疗法)主要针对消极情绪的改善, 对积极

情绪恢复的作用有限(Dunn et al., 2020), 治疗抑

郁症快感缺失的效果并不明确 (Fernandez et al., 

2015)。近年来针对积极情绪缺失的治疗开发了一

系列训练方法 (Chen et al., 2020; Craske et al., 

2016; Taylor et al., 2017), 包括积极情绪治疗

(Positive Affect Treatment, PAT)、虚拟现实奖赏训

练(Virtual Reality-Reward Training, VR-RT)、正性

放大训练(Amplification of Positivity, AMP)等。这

些新型心理治疗显示出改善积极情绪的初步效果

(Taylor et al., 2017)。然而以上研究的评价指标都

是基于患者的自我报告以及治疗师的定性访谈评

估, 并没有客观的指标来实时地监测患者积极情

绪的改变, 也没有神经生理指标来衡量积极情绪

的增强。最后, 除了药物治疗、心理治疗, 非侵入

性脑刺激技术也广泛应用于抑郁症辅助治疗。但

实 际 应 用 中 发 现 重 复 经 颅 磁 刺 激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和电休克

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可导致副反

应的发生, 包括患者报告的局部疼痛和记忆障碍

等(Cusin & Dougherty, 2012)。rTMS 针对不同严重

程度抑郁症的治疗效果变异性大(15%~62%), 存

在较大个体差异(Janicak & Dokucu, 2015), 可能

是刺激靶点的精确性和有效性低影响了 rTMS 的

治疗效应(Klooster et al., 2016)。近期一项三盲、

多中心的研究评估了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在重度抑郁症患

者中的疗效, 结果表明 tDCS 的有效性有待进一

步研究(Burkhardt et al., 2023)。同时这些脑刺激技

术共同的特点是患者是被动的接受者, 无法主动

调控自己大脑的神经活动 ,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 , 

让抑郁症患者学会自己对环境有更多的主动控制

感, 对其社会功能恢复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 目

前抑郁症常规治疗不能精准有效地干预积极情绪

的恢复, 正在探索的治疗方法仍存争议且治疗效

果评价指标未量化, 急需探索更加安全有效精准

调控积极情绪的方法, 并能够用更加客观量化可

操作性的方式去评估积极情绪改善效果。 

近年来研究者关注到了神经反馈增强抑郁症

积极情绪的治疗价值。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 

NF)是一种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技术。该方法利用各

种神经成像技术获取大脑活动的实时测量, 并将

可视化结果反馈给被试, 被试可以学习大脑活动

的特定特征和心理活动的联系, 从而达到自我调

节脑功能活动和相关功能的目标(Kim & Birbaumer, 

2014; Sitaram et al., 2017)。呈现神经反馈信号的

神经成像技术包括电生理学方法和血流动力学成

像方法(Sitaram et al., 2017)。电生理技术包括脑电

图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 脑 磁 图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和侵入性皮层脑

电图 (invasive electrocorticography, ECoG), 检测

神经活动的血流动力学成像方法包括功能磁共振

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和功能近红外光谱成像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相比其他非侵入性神经调控

技术, 神经反馈作为一种“内源性”刺激器, 具有

更高的安全性、更少的副作用及更精准调控相关

脑区。更重要的是, 这种非侵入性的内源性神经

调控技术将患者作为主动的调控者, 增加了抑郁

症患者对环境的控制感(Linden, 2014), 在神经反

馈训练过程中给予被试的正强化能够增强患者的

动机和自我效能感(Dimidjian et al., 2011), 可能

对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具有重要价值。 

在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中结合神经反馈的神

经成像技术主要为 EEG 和 fMRI, 神经反馈技术

主要通过让抑郁症患者自主调控“快乐中枢”, 加

强情绪调节过程中的监测 , 从而改善积极情绪 , 

为增强抑郁症患者的自我调节能力提供客观可操

纵的临床工具 (McRae & Gross, 2020; Paret & 

Hendler, 2020)。早期基于额叶 α 波偏侧化(frontal 

alpha asymmetry, FAA)理论开展了一系列抑郁症

情绪障碍相关的 EEG 神经反馈研究, 为我们了解

神经反馈在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中的应用奠定了

一个良好的基石, 近年来, 实时功能磁共振成像

神经反馈(real-tim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neurofeedback, rtfMRI-nf)在抑郁症的情

绪障碍干预中得到广泛应用, 进一步积累了神经

反馈增强积极情绪的证据。因此总结现有的神经

反馈研究对厘清抑郁症积极情绪障碍的神经机制, 

促进临床应用研究转化和恢复患者社会功能有重

要意义。 

尽管神经反馈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但其临



34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床疗效尚未得到明确证明, 可能是由于实验方法

缺乏统一标准、设计方案可比较性和可重复性

差、治疗效果的个体差异大。虽然也有聚焦于抑

郁症神经反馈的文献综述 (Trambaiolli et al., 

2021), 其未探讨神经反馈在抑郁症积极情绪恢

复中的重要作用。因此, 本文将以抑郁症积极情

绪障碍为切入点论述神经反馈技术调控“快乐中

枢”的设计流程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多个数

据库 (PubMed 、 Web of Science 、 PsycINFO 、

Cochrane Library、ScienceDirect)的系统检索和谷

歌学术网站等其他来源补充, 截至 2023 年 9 月 1

日 , 使用以下自由词和主题词组合进行搜索：

(depress*) AND (neurofeedback OR biofeedback) 

AND (emot* OR affect*), 初步搜索到 1144 篇文

献, 经过排除与主题无关文献(具体排除标准如图

1 所示), 最终纳入了 17 篇神经反馈治疗抑郁症积

极情绪障碍的研究, 拟对神经反馈在抑郁症积极

情绪干预中的应用进行综述。针对当前这一新兴

领域存在的挑战, 通过本文, 我们希望对神经反

馈增强抑郁症积极情绪研究的应用现状讨论总结, 

定性评估神经反馈对改善抑郁症积极情绪障碍的

疗效并相应地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为将来的神

经反馈增强积极情绪的临床试验提供建议和参考, 

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为抑郁症积极情绪恢

复的干预提供新的视角。 

2  诱导积极情绪的范式 

目前的神经反馈实验并没有标准化的诱导积

极情绪的范式。最主要的策略包括采用自传体记

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以及使用情绪刺激性材料来诱导被试积

极情绪的产生。 

自传体记忆受损是抑郁症的一个关键认知特

征 , 表现为对积极情感记忆的缺失(Dalgleish & 

Werner-Seidler, 2014), 即抑郁症患者积极记忆缺

失抑制对未来积极事件的丰富心理表征, 因此抑

郁症自传体记忆受损可能会降低积极情绪体验。

基于自传体记忆的情绪诱发策略通常引导被试以

一种生动具体的方式去产生与个人相关事件的积

极回忆(Arditte Hall et al., 2018), 从而指导患者进

行自传体记忆的主动探索。神经反馈训练中通过

积极自传体记忆诱导积极情绪的具体步骤为：实

验开始前先让被试思考与个人经历相关的积极场

景, 写下几个积极自传体记忆, 在练习阶段给被

试不同的回忆时间, 指导被试熟悉并加强积极的

自传体记忆, 从而诱导其积极情绪的产生, 被试

积极情绪量表得分的提高表明了该策略的有效性

(Zotev et al., 2020)。 

心理意象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Skottnik & 

Linden, 2019), 抑郁症患者表现出过度的消极心

理意象和缺失的积极心理意象 (Holmes et  al . , 

2016)。心理意象策略通过让被试想象积极刺激或

积极场景的具体细节 ,  从而增强积极情绪体验 , 

改善抑郁症状。有研究评估了积极的心理意象在

减少抑郁症快感缺失、调动积极情绪是有效的

(Blackwell et al., 2015)。心理意象与神经反馈的结

合具有协同潜力, 心理意象是被试在神经反馈技

术中能够学习自我调节大脑活动的关键机制之一 

(Skottnik & Linden, 2019)。即通过神经反馈界面 
 

 

 
 

图 1  文献纳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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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被试心理意象的大脑神经活动, 同时被试

能够基于反馈的大脑信号调动更加有效的心理意

象来增加积极情绪, 并且调控大脑活动向目标状

态变化。在神经反馈训练中通过积极心理意象诱

导积极情绪的具体步骤为：在练习阶段让被试尽

可能详细地想象积极刺激或积极场景, 练习调用

积极心理意象的最佳策略。在神经反馈训练阶段

利用积极心理意象同时调控相应脑区活动。例如

有研究表明抑郁症通过主动调动积极心理意象来

调节大脑目标区域的活动(Mehler et al., 2018)。 

此外, 有些研究使用情绪刺激性材料来诱导

被试的情绪, 包括只呈现情绪刺激性材料(Linden 

et al., 2012)以及情绪刺激性材料结合其他策略：

如积极心理想象(Ahrweiler et al., 2022)或积极自

传体记忆(Zhu et al., 2019)。只呈现情绪刺激性材

料的诱导积极情绪范式为：先给被试在磁共振扫

描期间呈现不同效价和唤醒度水平的图片, 在呈

现积极图片时定位不同被试所激活的脑区, 这些

脑区将作为神经反馈训练的靶点。呈现情绪刺激

性材料结合其他策略的具体方法为：被试在观看

积极图片的同时产生积极的自传体回忆或心理意

象, 然后尝试调控大脑活动, 进而增加被试的积极

情绪。总之, 大部分 rtfMRI-nf 都通过将积极的自

传体记忆与神经反馈相结合的方式来干预抑郁症

的积极情绪障碍(如表 1 所示)。以上诱导积极情绪

的策略都能有效地诱发出被试的积极情绪, 然而

目前对于哪种诱导积极情绪策略更有效尚无定论。 

探究最佳的诱导抑郁症积极情绪的范式将会

为神经反馈干预抑郁症积极情绪障碍带来更大的

治疗潜力。如上所述, 抑郁症患者存在积极自传

体记忆和积极心理意象的缺失, 因此相比健康被

试, 抑郁症患者很难成功调动积极自传体记忆和

积极心理意象来体验积极情绪。这可能是目前使

用的诱导积极情绪范式的缺陷。此外, 自传体记

忆和心理意象密切相关。心理意象促进了特定记

忆的检索, 而特定的检索方式反过来又促进了基

于图像的表征(Holmes et al., 2016)。因此未来有必

要在实验范式中增加记忆特异性训练, 从而更有

效的诱导抑郁症患者的积极情绪, 同时探究有可

能与神经反馈相结合的诱导积极情绪的范式的有

效性。例如以正性效价系统为目标增加积极情绪

的方法包括积极情绪治疗、虚拟现实奖赏训练、

正性放大训练等。 

3  基于神经影像标记物：增强积极情绪
的神经反馈靶点 

3.1  脑电前额叶 α 偏侧化 

FAA 被认为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抑郁症脑电图

生物标记物以及情绪环路神经调控的靶点 (Sun 

et al., 2017), 也是情绪障碍(Kuusinen et al., 2021)

和精神疾病的神经生物标记物(Koller-Schlaud et 

al., 2020)。FAA 的提出源于 Davidson 的左右半球

偏侧化理论(Davidson, 1992)。该理论认为左额半

球与行为激活系统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有关 , 包括趋近动机和积极情绪 (Stewart, 

Coan, et al., 2011)。右额半球与行为抑制系统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有关, 包括退缩

或 回 避 动 机 、 负 面 情 绪 、 抑 郁 和 焦 虑 共 病

(Mathersul et al., 2008; Stewart, Towers, et al., 2011; 

Thibodeau et al., 2006), 同时发现抑郁症患者左额

叶 的 活 动 水 平 降 低 , 右 额 叶 活 动 水 平 增 加

(Davidson, 1992)。既往关于抑郁症的研究发现 α

波存在明显的前额叶激活偏侧化, 由于 α 波强度

的变化与皮层神经元的激活呈负相关(Cook et al., 

1998), 主要表现为左额叶 α 波强度增加, 右额叶

α 波强度减少(Segrave et al., 2011)。因此 FAA 表

示左侧额叶和右侧额叶 α 波(8~13 Hz)活动强度的

差异(刘雷, 周仁来, 2015; 张晶, 周仁来, 2010)。

从神经反馈的角度可以通过训练患者减少左额叶

α活动, 增加右额叶 α活动, 或调节这种偏侧化的

强度以重新平衡激活水平, 使其有利于大脑左额

叶, 从而增加抑郁症的积极情绪。 

基于 FAA 理论, 研究者们也开展了一系列将

FAA 作为抑郁症神经反馈靶点的研究, 这些研究主

要通过神经反馈训练上调 FAA 活动从而干预抑郁

症积极情绪障碍。Baehr 等人(1997)提出了前额叶 α

偏侧化评分(A1)来表示 FAA, 开发了前额叶 α 偏侧

化神经反馈方案(Alpha-asymmetry neurofeedback, 

ALAY)。定义 FAA 为右侧额叶电极点记录的 α 波

强度的自然对数值和左侧额叶电极点记录的 

alpha 波强度的自然对数值的差值, 即 FAA 表示

为 ln (P (右侧 α)) – ln (P (左侧 α)), 其中 P 表示右

侧和左侧对应前额叶 EEG 通道的 α 频段脑电功率, 

目前以 FAA作为抑郁症神经反馈靶点的研究都以

Cz 为参考电极, 以 F4 和 F3 通道的 α 频段脑电功

率作为神经反馈的指标(如表 1 所示)。A1 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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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 A1 = ln F4 – ln F3。差值为正的 FAA 表明左

侧前额叶区域的激活相对更强, 前额叶左侧化程度

更高。基于 Baehr 等人的工作, 研究者们也参考该

方案开展了抑郁症治疗的研究(具体如表 1 所示)。

然 而 , 脑 电 图 神 经 反 馈 (Electroencephalogram 

neurofeedback, EEG-nf)中聚焦于 FAA 的研究结果出

现了不一致的情况(Cheon et al., 2016; Hammond, 

2008; Peeters et al., 2014)。Hammond 刚开始使用

ALAY 方案治疗一名严重抑郁症患者, 该患者的

A1 评分难以提高, 同时这位病人感到紧张、焦虑, 

并反复思考训练目标失败的问题。Peeters 等人发

现虽然 FAA 没有显著变化, 但患者的临床情况有

所改善。Cheon 等人经过 8 周的 ALAY 治疗后, A1

评分并没有增加。因此, 关于 EEG-nf 结果的有效

性 , 已经出现了激烈的讨论。一些研究者声称

EEG-nf 的治疗靶点太宽泛, 因此不可能将其从安

慰 剂 效 应 中 分 离 出 来 (Thibault et al., 2017; 

Thibault & Raz, 2016), 治疗抑郁症的 EEG-nf 方

案增强了认知功能(Escolano et al., 2014), 但未能

对情绪和情绪特征产生任何影响 (Arns et al., 

2017)。目前 FAA 对抑郁、情绪及其认知调节的

作用还缺乏稳健的数据(Batail et al., 2019)。因此

未来有必要继续探索 FAA 作为抑郁症增强积极

情绪的神经反馈靶点的临床效果 , 从而来为

EEG-nf 对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的作用提供有力

的证据支持。 

3.2  功能磁共振成像神经反馈的靶点脑区 

功能磁共振成像神经反馈(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neurofeedback, fMRI-nf)具有

更高的定位精度和更直接探索情绪相关大脑深部

结构的优势(Linden, 2014)。因此 fMRI-nf 能够直

接定位于积极情绪相关的脑区, 从而更精准地干

预抑郁症的积极情绪障碍。功能磁共振成像神经

反馈目标靶点的选择主要分为两种：基于单个脑

区的靶点 (如图 2 所示 )和基于脑环路的靶点

(Taschereau-Dumouchel et al., 2022)。基于单个脑

区靶点的神经反馈指标主要是靶点脑区的血氧水

平依赖(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 BOLD)

信号。 

3.2.1  杏仁核 

杏仁核(Amygdala, Amy)是人类大脑中情绪

加工脑环路的关键区域(Frank et al., 2014)。杏仁

核在促进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和感知方面起着关键

作用, 这些证据来自对杏仁核受损患者的研究。

这些患者无法表现出对情绪刺激的正常注意

(Anderson & Phelps, 2001)。此外, 杏仁核也参与

采用认知控制的情绪调节。例如有研究发现, 这

种对情绪场景的重新评估也会导致杏仁核激活的

减少(Ochsner et al., 2002)。同时, 杏仁核作为情绪

加工的核心区域与其他参与情绪处理的脑区存在

紧密联系。例如杏仁核与控制情感记忆和情绪调节

的区域有神经解剖学上的联系, 包括海马体、前扣 
 

 
 

图 2  增强积极情绪神经反馈靶点的单一脑区示意图 
注: 根据大脑的偏侧化理论, 左半球与积极情绪相关, 右半球与消极情绪相关, 因此本图主要以呈现左侧的相关脑区为主。
PFC = prefrontal cortex, HPC = Hippocampus, Amy = Amygdala, ACC =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NAcc = nucleus accumb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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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和眶额叶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Sah 

et al., 2003), 并且在涉及情绪调节的任务中与这些

区域有相互的功能连接(Banks et al., 2007)。 

除了在情绪加工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杏仁核

在重度抑郁症患者神经生物学机制中也具有核心

作用。健康对照组杏仁核 BOLD 信号活动在积极

和消极的情绪刺激下都会增加(Sergerie et al., 2008), 

而重度抑郁症患者杏仁核对积极刺激的反应减弱, 

对消极刺激的反应增强(Suslow et al., 2010), 此外, 

更严重的抑郁症状与杏仁核对积极刺激的反应减

弱有关(Suslow et al., 2010), 在成功的抗抑郁药物

治疗后(Victor et al., 2010), 这种反应增强。同时, 

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处理偏差在记忆中表现明

显 , 包括对积极情绪的自传体记忆的回忆缺陷

(Young et al., 2016)。杏仁核对积极刺激的反应性

较低, 可能表明在编码积极效价刺激时参与动机

较低或者对积极刺激的注意偏差 (Joormann & 

Vanderlind, 2014), 这表明神经认知技术增加积极

干预可能在重度抑郁症的临床管理中具有治疗潜

力。因此, 从神经反馈的角度来看, 增加杏仁核对

积极刺激的活性为目标的训练可能通过让这种情

绪加工偏差正常化而发挥治疗作用, 进而增加积

极情绪。但由于杏仁核的偏侧化理论表明左右杏

仁核在时间动力学方面存在功能分离：右侧杏仁

核参与快速和自动检测情绪刺激, 而左侧杏仁核

参与更详细和复杂的情绪刺激评估(Baas et al., 

2004; Sergerie et al., 2008), 此外, 有研究表明当

抑郁症患者对积极的刺激做出反应时, 左侧杏仁

核的血流动力学活动更为突出 (Victor et al., 

2010)。故选择左侧杏仁核作为神经反馈靶点更加

清晰地体现出积极情绪加工的大脑活动。从表 1

可以看出, 大部分 rt-fMRI 的研究将左侧杏仁核

作为神经反馈靶点, 通过上调杏仁核的活动增加

积极情绪, 从而改善抑郁症积极情绪障碍。Young

等人(2018)开展的针对重度抑郁症患者 rtfMRI-nf

以左侧杏仁核为神经反馈靶点。结果表明杏仁核

活动的上调与临床症状改善程度之间存在显著关

系, 同时也改善了情绪加工偏差。更重要的是在

没有神经反馈的阶段, 抑郁症患者仍然可以持续

地上调杏仁核的活动, 促进临床症状改善, 该结

果表明在脱离了标准实验室的真实社会环境中患

者也能成功地调控特定的脑区来改善积极情绪障

碍。神经反馈将杏仁核作为神经反馈积极情绪调

节靶点的训练的各种研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并

表明这种方法在缓解重度抑郁症积极情绪缺陷方

面的临床应用价值。 

3.2.2  海马体 

海马体(hippocampus)参与情绪加工和对积极

刺激的反应包括积极情绪记忆(Santangelo et al., 

2018)。海马体位于内侧颞叶, 与负责情绪记忆回

忆和情绪调节的杏仁核相连 (Schumacher et al., 

2018)。考虑到海马体在积极情绪加工中的作用, 

研究者评估了将海马体作为神经反馈训练靶点的

有效性(Zhu et al., 2019)。该研究让健康被试通过

积极自传体记忆调动积极情绪的同时上调海马体

的活动, 结果表明真实神经反馈组被试的海马体

活动明显高于假神经反馈对照组。但该研究仅仅

评估了神经反馈前后对比的实验效应, 并没有评

估不同神经反馈训练阶段被试的表现及去除神经

反馈信号的学习迁移(transfer)阶段 , 无法评估被

试在训练中的学习情况。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完

善实验设计及分析方法, 在此基础上评估海马体

作为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有效靶点的可行性。 

3.2.3  前额叶皮层 

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在认知和

情绪加工中发挥重要作用。腹外侧前额叶皮层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是神经反馈

情绪调节训练的合适目标靶点, 左侧 vlPFC 在认

知重评方面比右侧 vlPFC 更有优势(Keller et al., 

2021)。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参与使用认知策略进行情绪调节

(Ochsner & Gross, 2005)。研究表明, 与健康对照

组相比 , 抑郁症患者 dlPFC 的活性和代谢降低

(Opel et al., 2017), 有研究通过呈现积极情绪图片

识别出不同抑郁症患者激活的不同情绪相关脑区

作为个体化神经反馈的训练靶点, 结果表明积极

情绪相关的大脑区域的活动上调 (Linden et al., 

2012), 例如 dlPFC、vlPFC、OFC、脑岛和内侧颞

叶等区域。Linden 等人(2012)虽已对抑郁病人以

PFC 为主的多个脑区进行干预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但未评估认知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此外, 在健康被

试的神经反馈研究中, 试图通过调控 PFC 脑区以

减少消极情绪, 结果证明被试无法有效调控 PFC

的活动, 但与无神经反馈的对照组相比, 杏仁核的

活动明显降低(Sarkheil et al., 2015)。将 PFC 作为神

经反馈靶点的疗效不明确可能是由于其广泛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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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绪加工过程以及与其他脑区域存在紧密的联

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以前额叶为核心的情

绪脑环路或脑网络作为神经反馈靶点, 并且全面的

评估对抑郁症患者产生的情绪、认知等方面的改变。 

3.2.4  脑岛 

脑岛(insula)是情绪产生和情感体验的重要脑

区, 但脑岛情绪加工的偏侧化使得我们在选择神

经反馈靶点时会有所不同。有元分析显示积极的

情绪刺激激活左侧前叶, 而消极的情绪刺激激活

双侧前岛叶(Duerden et al., 2013)。众多研究表明

抑郁病人在情绪任务中脑岛激活异常。例如有元

分析证明了抑郁症患者在处理情绪性刺激时岛叶

皮层的激活程度高于健康受试者(Hamilton et al., 

2012)。另外有证据表明, 当观看消极图片时, 抑

郁症患者右侧脑岛和右侧海马体的活动减弱。相

反,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抑郁患者观看积极图片会

导致左脑岛和右侧前扣带回的活动减少(Lee et al., 

2007)。总之, 以上结果表明如果要针对抑郁症的

积极情绪缺陷, 可能选择左前岛叶比较合适。目

前以脑岛为神经反馈靶点的神经反馈积极情绪训

练只有健康被试的研究(Lawrence et al., 2014)。该

研究指导被试通过正念想象放松来上调右侧前岛

叶的活动, 被试能够成功上调该脑区的活动, 但

没有发现积极情绪的增加。该结果可能的原因是

脑岛的偏侧化导致了对积极和消极情绪加工的不

同。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该将脑岛不同子区域作

为神经反馈靶点, 从而来对照不同子区域对抑郁

症积极情绪干预的作用。 

3.2.5  前扣带回皮层 

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在情感状态的产生中起核心作用(Critchley, 2005)。

其中亚属前扣带回皮层(subgenual cingulate cortex, 

sgACC)作为情绪处理和情绪障碍发病机制的关

键大脑区域, sgACC 已被证明在抑郁症的默认模

式网络功能中过度激活(Greicius et al., 2007)。有

研究者在初步定位了每个健康受试者诱导积极情

绪后 sgACC 的激活区域, 选择每个被试个体化激

活 sgACC 区域作为神经反馈靶点, 让被试下调

sgACC 的活动, 与来自无关脑区的假神经反馈组

相比 , 真神经反馈组 sgACC 激活显著减少

(Hamilton et al., 2011)。但该研究样本量较少, 真

神经反馈组只有 8 人, 也没有评估被试积极情绪

的改善情况。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在扩大样本量

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脑岛作为抑郁症积极情绪障碍

干预的有效性。 

3.2.6  伏隔核 

多巴胺能奖赏区域在抑郁症快感缺失和积极

情 绪 缺 陷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伏 隔 核 (nucleus 

accumbens, NAcc)是奖赏动机的重要脑区 (Martz 

et al., 2016)。NAcc 接收来自中脑腹侧被盖区的大

量多巴胺神经元的信号传导, 对奖赏刺激的快乐

体验和动机寻求有重要作用 (Salamone et al., 

2016)。在健康受试者中第一次尝试训练上调

NAcc 的活动取得了积极的结果, 随着 NAcc 活动

的增加, 积极情绪得到改善(Greer et al., 2014)。但

该研究未设置对照组, 仅在健康被试中初步探索, 

未来可以在进一步考虑优化实验设计的基础上将

其应用于抑郁症及其他情绪、动机障碍人群。 

总之, 以上研究证明被试可以自主调控来自

不同脑区的 BOLD 信号, 学习控制这些信号导致

行为改变和临床症状改善。目前基于功能磁共振

成像神经反馈的单个靶点脑区包括杏仁核、前额

叶皮层、脑岛、前扣带回皮层及伏隔核, 由于杏

仁核在抑郁症情绪加工的核心作用使得其成为干

预抑郁症患者积极情绪障碍的“明星脑区”。由于

各个研究设计的异质性问题没有定量的证据证明

各个靶点的有效性, 但基于不同神经反馈研究设

计的质量, 定性评估的证据表明在高质量神经反

馈研究中以杏仁核为神经反馈靶点的有效性得到

了支持(Barreiros et al., 2019), 而其他脑区作为神

经反馈有效靶点的证据尚不明确, 未来需在进一

步规范神经反馈实验设计的基础上探究各个脑区

作为神经反馈靶点的有效性问题。 

3.3  杏仁核与其他情绪加工脑区连接的脑环路

靶点 

近年来, 研究者们意识到抑郁症不仅仅是单

一脑区域的异常导致的 , 更是一种“脑网络功能

失调或结构紊乱”导致的疾病(Luo et al., 2021)。基

于情绪脑网络的连接可以成为神经反馈训练的潜

在目标。目前的神经反馈研究方法从单个脑区的

训练转变到基于多个脑区连接的神经反馈训练 , 

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脑网络的神经反馈训练。本

部分将主要基于杏仁核和其他情绪加工相关脑区

连接的神经反馈研究展开论述(如图 3 所示)。目前

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中基于连接的神经反馈指标

包括脑区间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和有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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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杏仁核与其他情绪加工脑区连接的脑环路神经反

馈靶点及潜在环路靶点 
注：图 3 为与积极情绪脑区相关的的 4 个神经反馈训练的

脑环路靶点, 其中包括 LA-LrACC 环路、AMY-HIPP 环路、

dmPFC-双侧 Amy 环路以及 vlPFC-mPFC-NAcc 环路。其中

vlPFC-mPFC-NAcc环路为基于奖赏加工提出的神经反馈的

潜在靶点。LA-LrACC 环路、AMY-HIPP 环路以及 vlPFC- 

mPFC-NAcc 环路的神经反馈调节机制都是基于两个脑区

的功能连接, 如图所示双向箭头代表功能连接, 而 dmPFC-

双侧 Amy 环路为自上而下的有效连接, 图中箭头为单向。 
LA = left amygdala, LrACC = left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mPFC =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MY = 
amygdala, L = left, R = right 

 

3.3.1  左侧杏仁核与左侧前扣带皮层喙部环路 

前扣带皮层喙部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rACC)是情绪调节和杏仁核活动调节的关

键结点, 左侧 rACC 与左侧杏仁核脑环路是抑郁

症患者积极情绪障碍神经反馈训练的一个有希望

的靶点, 该环路神经反馈信号的产生机制为左侧

rACC 与左侧杏仁核的静息态功能连接。有研究发

现健康被试在 rtfMRI-nf 训练中左侧杏仁核活动

的上调伴随着左侧杏仁核与左侧 rACC 在内的 6

个前额叶皮层区域之间静息态功能连接的显著增

强(Zotev et al., 2011)。这些脑区包括 rACC, 双侧

背内侧前额叶皮层(bilateral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 双侧额上皮层脑回 (bilater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和右内侧额极皮层 (right medial 

frontopolar cortex)。针对该脑网络的有效连接分析

表明, 在 rtfMRI-nf 训练中左侧 rACC 在调节左侧

杏仁与其他前额叶皮层区域的活动中发挥重要作

用(Zotev et al., 2013)。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 左侧

杏仁核和左侧 rACC 之间的静息态功能连接与抑

郁严重程度呈负相关(Yuan et al., 2014)。在成功上

调了左侧杏仁核活动后, 抑郁症患者左侧杏仁核

和左侧 rACC 功能连接增强(Yuan et al., 2014)。

Zotev 等人(2020)首次通过同步实时的功能磁共振

和脑电神经反馈方案 (real-time fMRI and EEG 

neurofeedback, rtfMRI-EEG-nf)证明了杏仁核和

rACC 环路作为神经反馈靶点的可行性。重度抑郁

症患者通过增加左侧杏仁核和左侧 rACC 功能连

接的神经反馈训练使得其积极情绪和抑郁症状的

改善, 同时发现该环路功能连接的增强与重度抑

郁症患者对奖赏的反应呈正相关。意味着这两个

区域之间更强的相互作用应该有利于重度抑郁症

患者。因此选择左侧杏仁核和左侧 rACC 环路可

以成为重度抑郁症患者积极情绪调节的一个神经

反馈靶点。 

3.3.2  杏仁核−海马复合体环路 

杏仁核−海马复合体(amygdala-hippocampus, 

AMY-HIPP)在情绪记忆加工中发挥重要作用 (J. 

Zheng et al., 2017)。AMY-HIPP 与腹侧和内侧前额

叶皮层、后扣带皮层和楔前叶相互连接, 以实现

情绪调节、自我处理和情感自传体记忆(Belzung 

et al., 2015; Doré et al., 2018)。例如, 在自传体记

忆回忆期间, 随着积极情绪增加, 杏仁核−海马中

线皮层结构的功能连接增强 (Nawa & Ando, 

2019)。研究表明在涉及情绪性自我加工时抑郁症

患者的杏仁核和海马体活动异常(L. J. Zheng et al., 

2017)。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抑郁症患者在识别快

乐的自我面孔和识别快乐的他人面孔相比, 杏仁

核和海马体激活水平表现得更低(Quevedo et al., 

2018)。以上证据表明积极自我相关信息编码和情

绪加工的脑环路可能是神经反馈训练的目标靶

点。例如近期有一项研究是通过上调 AMY-HIPP

的血流动力学活动来改善抑郁症状同时改善了积

极情绪(Ahrweiler et al., 2022)。AMY-HIPP 环路可

能是抑郁症积极情绪障碍神经反馈的另外一个目

标靶点。 

3.3.3  双侧杏仁核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环路 

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广泛地参与大脑的情

绪调节过程。根据情绪调节模型, 成功的调节是

通过起源于前额叶皮层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对边

缘系统自下而上的情绪反应进行调节而实现的

(Ochsner et al., 2009; Ochsner et al., 2012)。这一概

念在调节积极情绪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证实(Koush 

et al., 2017; Koush et al., 2019)。有研究在健康被

试中尝试使用多个脑区有效连接的神经反馈信号

进行训练, 并将其应用于积极情绪调节(Kous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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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目标靶点为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到双侧杏仁核的自上而

下的有效连接 , 结果表明被试成功地增加了

dmPFC 和双侧杏仁核自上而下的有效连接, 同时

自我报告积极情绪增加。此外, 有研究证明积极社

会情绪的上调与前额叶皮层对双侧杏仁核的直接

调节有关(Koush et al., 2019)。因此前额叶皮层和双

侧杏仁核环路可能是抑郁症积极情绪障碍干预的

一个神经反馈有效靶点, 未来有望进一步验证。 

综上所述, 选择脑环路及情绪脑网络作为神

经反馈的靶点对抑郁症治疗具有更强大的应用价

值。如前所述单个脑区作为靶点的神经反馈训练

引起了多个脑区的活动改变, 表明最好的神经反

馈信号可能不是取决于单个脑区活动的改变, 而

是取决于脑区活动在大规模脑网络中的协调程度

(Scheinost et al., 2020)。脑连接组学的研究强调了

抑郁症中大规模功能和结构脑网络的拓扑组织中

断(Gong & He, 2015), 因此在临床疗效方面, 抑

郁症患者多个大脑区域连接的反馈信号可能比单

一脑区调节方法更强大(Fede et al., 2020)。近期发

表于 Science 的一篇文章也强调了大脑各区域的

连接在行为和认知中的重要作用(de Schotten & 

Forkel., 2022)。以杏仁核为核心的多个脑环路为

基于脑区间连接的神经反馈干预积累了证据, 初

步证明了以脑环路为神经反馈靶点的有效性。根

据脑连接组学的最新进展未来需要开展以情绪脑

网络为神经反馈靶点的研究, 利用脑网络连接的

研究方法来提供有效的神经反馈信号。 

4  神经反馈训练方案 

目前神经反馈训练方案没有统一标准的步

骤, 该部分本文将总结和归纳现有的神经反馈研

究的实验设计内容, 包括指导策略、神经反馈训

练时间、神经反馈信号的呈现方式及神经反馈训

练流程。 

如表 1 所示, 不同研究实验者提供的指导策

略也是不一致的。大部分研究都让被试使用积极

自传体回忆的策略, 有些研究指导被试使用积极

心理意象的策略, 少数研究告诉被试可以使用自

己擅长的任何策略, 不做特定要求, 一些研究指

导被试做放松训练。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哪一种

指导策略更加有利于被试成功调节大脑活动, 但

鉴于抑郁症患者更加倾向于主动关注和回忆消极

情景及产生负性思维, 因此可能对其特定的指导

策略有利于神经反馈训练任务的完成。 

成功的神经反馈训练通常需要一定的训练时

间 , 包括训练时长和训练次数。如表 1 所示 , 

EEG-nf 的训练次数较多, 训练时长为每次一小时

左右。fMRI-nf 的训练次数较少。有研究者建议

fMRI-nf 最佳训练次数为 1~5 次, EEG-nf 为 30 次

(Thibault et al., 2016)。因此在未来开展相关研究

时要考虑到神经反馈训练时间可能对实验效应的

影响。 

神经反馈信号呈现方式空间上可以分为视

觉、听觉、触觉等形式, 时间上分为连续或间断

的形式。连续神经反馈是指反馈贯穿整个任务(或

各自的实验条件), 并在每个重复时间后更新信号

(Linhartová et al., 2019), 例如一个类似温度计的

进度条每次随着神经反馈信号的改变而更新高

度。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大部分研究的反馈是以

连续的视觉形式呈现; 间歇性神经反馈在每次试

验或时间间隔结束后以单个结果形式呈现, 例如

在每个试次结束后以视觉呈现 (Hamilton et al., 

2016)。怎样的呈现方式更有利于训练的效果目前

尚无定论, 但考虑到被试认知资源的分配, 如果

更复杂的呈现方式会让被试不得不将注意资源分

配在关注反馈信号上, 可能会阻碍主要的调控大

脑活动的任务。 

整个神经反馈流程包括练习阶段、休息阶段、

正式训练阶段、分心干扰阶段、学习迁移(transfer)

阶段。练习阶段包括告知被试如何调动积极情绪

的方法以及如何调控神经反馈的信号; 休息阶段

的设置是为了提供一个和神经反馈训练后比较的

基线对照; 正式训练阶段会有神经反馈的信号呈

现给被试, 通过让被试利用各种心理策略(积极自

传体记忆或积极心理意象等)调动积极情绪同时

上调相关脑区的活动; 在分心干扰阶段实验者会

让被试完成数数或连续减某个数的任务, 目的是

排除上个阶段被试心理活动对下个学习迁移

(transfer)阶段的干扰 ; 在学习迁移(transfer)阶段

主要是在不提供神经反馈信号的情况下, 让被试

自主通过调动积极情绪来上调相应脑活动。学习

迁移(transfer)阶段主要是为了探究在去除神经反

馈信号的条件下被试自主学习到神经反馈训练的

能力 , 因此设置学习迁移(transfer)阶段具有重要

的生态效度, 能够评估被试离开了标准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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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也能自主调控大脑活动从而改善情绪的学习

能力。 

总之, 不同神经反馈研究具有不同的具体策

略或任务, 要基于研究的目的和主题选择合适的

神经反馈训练方案。应用于精神疾病人群的神经

反馈方案更加应该考虑到人群的特殊性, 包括研

究设计的有效性、可行性以及便携性和可推广性。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的神经反馈训练方案未考虑

被试的个体差异。未来需要针对被试的个体差异

设计更加个性化的神经反馈方案。 

5  神经反馈增强积极情绪的实验设计
评价及影响因素 

实验设计是整个神经反馈方案得以实施的核

心, 鉴于目前的神经反馈研究中实验设计具体方

案存在较大差异, 本部分将结合表 1 中列举的神

经反馈研究总结并探讨现有研究的有效性。 

首先, 神经反馈的有效性通过实验设计中设

置有效的对照组以及盲法原则的实施来评价, 此

外还要考虑干预的长期有效性。从表 1 可知早期

的神经反馈研究缺乏对照组和未考虑盲法原则。

近年来的神经反馈考虑设置了对照组并实施单盲

甚至双盲。但对照组设置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研

究只有健康对照组(Ahrweiler et al., 2022), 有对

照组接受了相同情绪调节策略的训练, 但没有神

经反馈训练(Linden et al., 2012), 有研究比较全面

地设计了健康对照和假神经反馈的对照 (Yuan 

et al., 2014)。同时盲法原则的实施也不一致。例

如在表中列出的 17 项研究中, 只有 6 项研究是双

盲设计 (Compère, Siegle, Lazzaro et al., 2023; 

Compère, Siegle, Riley et al., 2023; Nazarian, 2005; 

Young et al., 2014; Young et al., 2017; Yuan et al., 

2014), 其他研究都是单盲甚至没有考虑“致盲”。

随访在实验设计中能够评估实验干预的长期有效

性, 有利于临床应用。从表中可以看出, 大部分研

究都没有随访, 无法评估神经反馈给抑郁症患者

带来的症状改善的长期性以及成功调节的脑区活

动的持久改变, 尽管少量研究证明了随访的积极

结果, 然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及更长的随访时

间来评估神经反馈带来的长期效果。因此未来的

研究有必要标准化对照组的设置以及盲法、随访

的设计从而更有效地评估神经反馈的效果。 

其次, 神经反馈的实验效应大小受很多实验

设计因素的影响, 包括样本量和效应量大小等。

据研究统计, 心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样本量

及效应量小的问题一直存在, 导致了实验的可复

制性低(Szucs & Ioannidis, 2017)。由表 1 可知大部

分研究的样本量都较小, 部分还有中途退出的情

况, 最后纳入数据分析的被试量更少。例如有一

项研究的脱落率达到 63% (Nazarian, 2005), 需谨

慎解释神经反馈真实的实验效应。此外, 效应量

也是评估实验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 表中只有 5

项研究报告了实验的效应量。 

最后, 神经反馈研究中被试的个体差异使得

神经反馈干预的疗效存在较高的变异度。包括抑

郁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服药情况以及调节神

经反馈信号的能力。服药情况成为影响神经反馈

效果变异度高的一个因素。从表 1 可以看出, 有 7

项研究的患者是选择未服药的作为被试, 而其他

研究则没有考虑服药对实验的影响。此外, 部分

研究未区分疾病严重程度, 从轻度到中重度的抑

郁症患者均纳入研究。有一项研究大部分患者汉

密尔顿抑郁症评定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平均分数为 12 分, 低于治疗

试验的常规临界值(Choi et al., 2011)。由于不同严

重程度抑郁症患者的情绪障碍表现也不同, 神经

反馈治疗效果与疾病严重程度的交互效应尚不清

楚。此外, 大部分研究缺乏对被试调节能力成功

与否的报告。从表中可以看出 , 只有一项研究

(Wang et al., 2016)报告了被试的调节能力。尽管

利用神经反馈技术增强抑郁症积极情绪的干预效

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并不是每个接受神经反

馈的患者都能成功调节他们的大脑活动信号。这

些参与者通常被称为无反应者、无表现者或无调

节者, 占 30% ~ 50% (Alkoby et al., 2018), 因此量

化神经反馈的有效性难度较高。所以在研究中报

告出这部分无反应者对于评估实验结果是有重要

意义的。 

结合表 1 的效果评价部分, 抑郁症患者能够

成功地上调目标脑区的大脑活动, 抑郁症状改善

并促进了积极情绪的恢复, 有报告效应量的研究

也表明了神经反馈实验效应的积极结果, 初步证

明了神经反馈干预的可行性。但目前神经反馈在

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的研究存在样本量小、缺乏

有效对照、未考虑盲法原则、缺乏随访以及被试

的个体差异等问题, 对于存在以上问题的神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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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研究(大部分脑电的神经反馈), 其训练效果还

需在完善实验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结合以

上可能影响神经反馈实验设计的因素, 一个良好

的适用于临床患者的神经反馈实验设计建议要在

考虑被试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控制可能的混淆变

量包括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服用药物情况, 采

用双盲、假神经反馈对照的方法, 招募足够数量

的被试, 必要时开展多中心研究, 同时报告能够

成功调控神经反馈信号和调控失败的患者, 通过

随访追踪神经反馈训练对患者长期的改善效果。

神经反馈实验设计的优化有利于神经反馈研究向

临床应用转化的进一步推进。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神经反馈增加抑郁症积极情绪的实验

设计和神经反馈实验设计的影响因素做了回顾和

总结, 定性评估了现有研究的有效性, 对未来开

展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的实验研究提出建议。此

外, 基于前人的研究及理论从奖赏加工的角度探

索性地提出神经反馈增强积极情绪的潜在靶点以

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旨在为进一步开展抑郁

症神经反馈增强积极情绪的研究提供思路。 

fNIRS 结合神经反馈将成为未来增强抑郁症

积极情绪的有效临床应用工具。如前文所述, 研

究者们已经对 EEG-nf 和 rtfMRI-nf 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 该工作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神经反

馈辅助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的神经机制, 同时也

为开展临床转化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然而考虑

到神经反馈辅助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的生态效度

和临床转化应用, fMRI 的高成本、非便携使得其

难以在实际临床干预中推广应用, EEG 的低空间

分辨率和运动伪迹对 EEG信号的影响限制了其发

展。相比之下, 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

率、低成本、便携及对运动伪迹不敏感的 fNIRS

在实践性及实用性方面更加适合神经精神疾病人

群。有研究结果证明健康被试在 fNIRS 的神经反

馈训练中成功地上调了 OFC 的活动 (Li et al., 

2019)。目前 fNIRS 的神经反馈尚未应用于抑郁症

积极情绪干预中。未来结合 EEG-nf 和 rtfMRI-nf

的基础研究以及 fNIRS 的神经反馈的临床应用研

究将会为抑郁症治疗开拓新的方向。 

诱发积极情绪的范式以及神经反馈方案设计

要结合抑郁症奖赏加工和积极情绪记忆可能是治

疗抑郁症快感缺失和促进积极情绪恢复的核心方

向。奖赏加工异常被认为是抑郁症的一种潜在内

表型(Hasler et al., 2004)。快感缺失在认知上表现

为奖赏加工异常(Husain & Roiser, 2018)。RDoC

也根据奖赏加工将正性效价系统划分为奖赏反应

(reward responsiveness) 、 奖 赏 学 习 (reward 

learning)、奖赏评估 (reward valuation)三大部分

(Cuthbert & Insel, 2013; Sanislow et al., 2019)。依

据强化学习理论, 奖赏编码和奖赏学习是奖赏加

工的两个核心环节, 是价值评估、奖赏期待、行

为执行等其他成分的基础。二者都与积极记忆密

切相关。奖赏线索编码涉及对奖赏线索的编码存

储和提取, 即对奖赏线索的认知加工。奖赏记忆

经验会直接影响个体对奖赏的期待 (Sosa & 

Giocomo, 2021), 从而影响情绪反应。由于抑郁症

患者以消极记忆偏差和缺乏积极记忆为特征

(Everaert et al., 2022), 所以积极情绪记忆和奖赏

加工是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的一个重要机制。因

此如果被试存在奖赏加工异常, 则可能会导致在

整个神经反馈中不能有效地学习自我调控大脑活

动。所以要充分考虑到奖赏加工异常对整个实验

过程的影响, 通过增加积极情绪记忆提高对奖赏

刺激的编码和奖赏学习, 从而增加奖赏动机和增

强积极情绪。研究表明回忆愉快的记忆似乎不足

以修复抑郁症患者的积极情绪, 需同时激活与情

绪编码有关的大脑区域可能至关重要(Dillon & 

Pizzagalli, 2018)。所以积极情绪记忆和神经反馈

的结合有望成为治疗抑郁症快感缺失和恢复积极

情绪的有效手段。未来应该进一步证明该假设同

时研究神经反馈对奖赏加工异常的患者积极情绪

干预的效果。 

鉴于奖赏加工与积极情绪紧密相关, 神经反

馈靶点的选择在标准化的基础上需要开发基于奖

赏环路的潜在有效靶点。fMRI 等神经影像学研究

表明社会情绪加工涉及 vlPFC、内侧前额叶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NAcc 等脑区。

vlPFC 是社会情绪管理的重要脑区 (Morawetz 

et al., 2016)。mPFC 是自我相关信息处理的关键节

点(Roy et al., 2012)。在加工社交信息时, mPFC 会

被激活(Kumar et al., 2019)。NAcc 参与奖赏等积

极信息的加工(Sherman et al., 2016)。社会性奖赏

行为可以促使 NAcc 释放更多的多巴胺(Hu et al., 

2021)。Liu 等人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mPFC-N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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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路与亲密行为紧密相关(Amadei et al., 2017)。此

外, 青少年抑郁症在处理自我相关的社会线索时

表现出 mPFC 的活动减弱(Silk et al., 2017)。在加

工积极的社会线索时, NAcc活动减少(Brush et al., 

2021), mPFC 和 NAcc 的功能连接越强抑郁症状越

弱(Tashjian & Galván, 2018)。因此, 基于以上研究, 

vlPFC-mPFC-NAcc 环路可以成为增强抑郁症积

极情绪的一个神经反馈潜在靶点(如图 3 所示)。 

未来训练情绪脑网络的神经反馈将会成为抑

郁症中促进积极情绪恢复的一个重点方向。多模

态神经反馈的出现使多变量模式的脑网络指标可

以成为神经反馈的训练指标。如前文所述, 目前

在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的神经反馈研究中神经反

馈的指标包括单一成分的脑电指标(例如 α 频段)、

单个脑区活动的 BOLD 信号、两个脑区连接的指

标(磁共振成像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和有效连接)。传

统的脑电神经反馈主要提取单一且固定频率的脑

电成分进行反馈训练(例如 α 频段), 而且这些患者

在这些脑电指标上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抑郁症积

极情绪缺乏涉及多个脑电指标同时存在脑网络活

动异常。因此多变量模式分析法  (Multivariate 

Pattern Analysis, MVPA)可以将特定心理状态下

的多个脑活动时空特征信号融合形成多变量的模

式(Ritchie et al., 2019)。目前已经有结合 MVPA 

的 EEG-nf 研究发现, 新式的 EEG-nf 训练可有效

治疗冰毒、尼古丁等物质成瘾(Bu et al., 2019), 因

此未来可以探究以 MVPA 为神经反馈指标在抑

郁症积极情绪障碍中的应用, 促进脑网络训练的

神经反馈的发展。 

结合机器学习开发个性化神经反馈方案可以

解决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治疗效果的异质性。近

年来机器学习技术有助于神经反馈的个性化。机

器学习(Bandit 算法)已被用于帮助被试在脑机交互

训练中选择最适合被试能力的任务(Fruitet et al., 

2013)。因此在神经反馈任务中, 如果被试不能调

节要求的 EEG 模式或 fMRI 模式, 可以通过自适

应的方式依据被试在神经反馈训练中的学习速度

和能力实时地调整模式。通过未来对能够成功调

节者和调节失败者之间的个体差异的研究可以为

不同的抑郁症患者提供个性化的神经反馈方案带

来证据。最近有研究表明, 多巴胺能中脑的神经

反馈控制依赖于认知控制网络, 并且通过强化学

习信号索引即将到来的反馈的可预测性有助于成

功的神经反馈训练(Hellrung et al., 2022)。该研究

为了解被试神经反馈的调节能力的个体差异提供

了一个证据, 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能

成功自我调节者和不能成功自我调节者的个体差

异及神经机制, 不能成功调节者可能与奖赏加工

异常相关, 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明确该假设。 

鉴于目前神经反馈领域实验设计较大的异质

性, 需要优化神经反馈的操作范式, 建议实验设

计中考虑被试的个体差异、随访时间、神经反馈

训练次数及时间。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要评估并

报告有反应者和无反应者的数量, 从而更好的评

估神经反馈的效果。同时结合 2020 年提出的关于

临床和认知行为神经反馈研究报告和实验设计的

共识(Ros et al., 2020)中列举的检查清单来优化并

评价自己的实验方案, 以推动整个神经反馈领域

的进一步发展。 

7  结论 

由于神经反馈技术的无创性、调动患者的主

动性以及能够可视化并客观定量地评价情绪改善

情况, 并特异性地调控情绪相关的大脑活动从而

增加抑郁症患者的积极情绪。神经反馈有望成为

一种安全、有效的抑郁症积极情绪干预方法, 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未来需要结合新的研究技术

如机器学习等给患者提供个性化的神经反馈, 有

效的解决个体差异带来的问题。同时也应继续探

索不同的脑成像技术与神经反馈结合的生态学效

度, 开发便携式的神经反馈干预方案从而促进临

床转化应用。将更高效、更具个性化、更精准调

控靶点的神经反馈技术应用于各种精神疾病和心

理问题及整个医学领域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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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emo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the 

recovery of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feedback 

technology provide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emotion of depression.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s that target the positive affect are subjective, have a relatively limited impact and lack of objective 

outcome measures. In contrast, neurofeedback technology based on objective physiological and image 

indicators has import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in enhancing positive emotions in depression. 

Neurofeedback, as a non-invasive technology, uses various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s and neuroimaging 

technologies to obtain real-time measurements of brain activity and provide feedback signals to subjects, so 

that the subjects can learn self-control over the activity in a brain area related to emotions through certain 

strategies. Crucially, it can evaluate objec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the improvement of positive emotions as 

well as provide more targeted treatments.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great heterogeneity in 

experimental paradigms, parameter settings and individual efficacy. In this review, training protocol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otocols of neurofeedback and target brain regions of neurofeedback training 

based on imaging biomarkers will be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the importance of standardization of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ult reporting will be emphasized, and the potential treatment targets based on 

reward circuits and optimization schemes of neurofeedback will be recommended.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n operable reference scheme for positive emotion recovery in clinical depression.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clinical transl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neurofeedback technology in the treat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of depress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ositive affect, neurofeedback, depression, anhedonia, electroencephalography,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